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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模拟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马世发１，劳春华２，∗，江海燕１

１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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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有助于推动生态修复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利用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理论进行生态修复分

区是一种较为经典的模式，但现有分区技术方案对高强度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地利用景观变化考虑不足，不能很好的适应城市群

尺度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的塑造需求。 设计了一种基于情景模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方案，该框架首先通过耦合空间

马尔科夫链与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城镇化发展末期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然后利用“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网络”理论构建

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基本骨架；最后根据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划分出生态修复关键区、调节区和双修区等类型。 粤港澳大湾区

案例研究表明：（１）土地利用景观变化对生态修复分区方案影响较大，不同景观格局导致的分区规模差异可达国土空间的 １０％
左右；（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需要充分考虑高强度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变化的潜在影响，进而使得生态修复分区政策更有

利于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目标的实现。 研究构建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技术方案可进一步深化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

国土空间规划应用上的认知。
关键词：生态安全格局；生态修复；人地耦合系统；情景模拟；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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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高强度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球自然变化本身［１］，足以开创“人类世”
地质新年代［２］。 “人类世”的到来意味着国土空间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深［３］。 然

而，如果不能对发展产生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修复，则“人类世”也可能会很快终结［４］。 生态修复命题由

来已久［５］，只不过在大开发时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６］。 当前，生态修复已成为全球共识［７］，也是空间规划领

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８］。 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推动了生态修复工作，如 １９７９ 年开展的“三北防护

林”建设，１９９８ 年实行的“退耕还林”等等。 ２０１２ 年以来，对山水林田湖草海生态系统实施整体性和系统性修

复已成为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９⁃１０］。
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１１］，我国在一些典型生态环境要素治理，如

矿山废弃［１２］、湿地退化［１３］、土壤污染［１４］、土地沙化［１５］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然而，聚
焦单个点状（如矿山等）或线性（如河流等）的工程型修复易忽视大尺度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耦合集成，生
态修复成效可能存在空间不均衡［１６⁃１７］。 因此，谋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以统筹协调各类生态修复工程则

变得十分重要。 只有将生态修复工程“点”和“线”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政策“面”有机结合和优化调配，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土空间山水林田湖草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１８⁃１９］。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政策表达，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土空间生态系统健康和安全，最
终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２０］，即如何布局生态修复取决于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的塑造需求［２１］。 因此，从生

态安全格局构建和实现角度进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是当前主流技术模式［２２⁃２５］。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采

用现状土地利用景观作为模型输入，尚未考虑高强度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变化的潜在影响，难以更好地适应

城市群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施政需求。 为此，以人地系统耦合的国土空间重塑理论为基础［２６］，采用景观

生态学过程耦合与空间集成的科学模式［２７］，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案例，论证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塑造情景

模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方案可行性，进一步深化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应用上的

认知。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由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市和香

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图 １），陆地总面积约 ５６０００ ｋｍ２。 ２０１９ 年末，区内总人口达 ７０００ 万人，ＧＤＰ 逾

１０ 万亿元，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继美国纽约、旧金山和日本东京湾后的世界

第四大湾区，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过

去 ４０ 多年里取得了飞速发展，城市群建设规模急剧增长，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２８］。 面向“两个百

年”的高质量与高水平发展目标，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对大湾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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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粤港澳大湾区地形、行政区划及城市群空间格局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ＢＡ ｉｎ ２０１５

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研究涉及到的数据主要包括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大

湾区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影像，以及数字高程、交通网络和行政

区划等地理数据。 卫星影像和数字高程数据来自地理

空间数据云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交通网络

则 采 用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 共 享 数 据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 卫星影像按耕地、林草、水域和建

设 ４ 种主要景观类型进行计算机解译和人工目视局部

修正，总体分类精度约在 ８７％左右，满足国土空间景观

变化模拟需求。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总体思路与框架

高强度人类活动可迫使区域景观格局发生剧烈变

化，直接表现则是建设用地增长迅速和自然生态用地流

失严重［２９］。 因此，模拟城镇化发展可准确把握人类活

动边界，有利于设计出更加优化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

图 ２　 总体思路与技术框架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局，同时也有利于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目标的实

现［３０］。 总体技术框架如图 ２ 所示：首先，从发展现状

（当前城镇化所处阶段）、发展潜力（资源环境承载约

束）和发展动力（社会经济发展需求）３ 个维度综合分析

未来大湾区各个城市建设用地规模［３１］；然后，在生态红

线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管控约束下利用土

地利用变化模型模拟城市群未来空间形态［３２］；最后，以
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结果作为景观输入，利用“生
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网络”模式设计国土空间生态安

全格局基本骨架［３３］，并通过生态阻力模型识别出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优先度，进而划分出相应的政策区以引导

生态工程修复低品质国土空间。
１．３．２　 城市群空间演变模拟

城镇化发展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最为核心的动力，
也是改变区域景观格局最为直接的人地系统耦合方

式［３４］。 城市群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地理过程，需
要多模型耦合才能进行有效地模拟［３５］。 本文拟采用空

间马尔科夫链（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ＳＭＣ）与地理加权

回归元胞自动机（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 ＧＷＲ⁃ＣＡ）耦合模型模拟大湾区的发

展，其原理如下：
Ｑｔ ＋１

ｎ ＝ Ｑｔ
ｎ ＋ α × βｎ × （Ｑｔ

ｎ － Ｑｔ －１
ｎ ）， Ｑｔ ＋１

ｎ ≤ Ｑｍａｘ
ｎ （１）

Ｕｔ ＋１
ｎｃ ＝ ｆ（Ｑｔ ＋１

ｎ ， Ｓｃ，ΩΔｔ
ｃ ，Ψｃ） （２）

其中：式（１）为城市群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需求预测的 ＳＭＣ 模型，式（２）为空间格局协同演变模拟的 ＧＷＲ⁃
ＣＡ 模型。 Ｑｔ ＋１

ｎ 为 ｔ ＋ １ 时刻城市 ｎ 的建设用地规模，其与该城市上一时段的转移量 Ｑｔ
ｎ － Ｑｔ －１

ｎ 相关，但城市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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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虑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即周边城市 ｎ 对预测城市 ｎ 的辐射带动效用，辐射系数 βｎ 可以根据 ｔ － １ 到 ｔ 时刻

城市 ｎ（ｎ ≠ ｎ） 的增长规模反距离加权后与城市 ｎ 的增长规模进行比值确定； Ｑｔ ＋１
ｎ 的预测除了考虑自身发展

惯性和群体辐射带动外，还需要考虑城镇化发展规律如 Ｓ 型城镇化过程的约束，即越接近城镇化末期，城镇增

量应越小，即 α（α ∈ ［０， １］） 的取值应越小。 例如，深圳、东莞目前已逼近可开发空间极限，后续大规模增长

几无可能，但可以将这种增长需求辐射到周边区域加以体现（如深汕合作区、南沙新区等）；总体来看，任何城

市的发展都不能超过其最大潜力规模 Ｑｍａｘ
ｎ ，如不得侵占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区域。 Ｕｔ ＋１

ｎｃ 为

判断 ｔ ＋ １ 时刻城市 ｎ的空间单元 ｃ是否被城镇化，其由函数 ｆ根据一系列作用因子迭代而成； Ｓｃ 是空间单元 ｃ
的适宜性，需综合考虑地形地貌、交通状况和离城市中心距离等条件，可以根据历史变化过程用 ＧＷＲ 模型回

归得到； Ωｔ ＋１
ｃ 是空间单元 ｃ 在 ＣＡ 模型迭代过程中的邻域相互作用（如 Ｍｏｏｒｅ 邻域等）； Δｔ 是 ＣＡ 模型的迭代

时间或次数； Ψｃ 是开发政策限定或激励性条件，如生态保护区域不能被开发，海岸带优先开发等。
１．３．３　 生态源地、生态廊道及生态阻力面分析

从空间结构来看，生态源地是维持国土空间生态安全的核心区域，生态廊道则是为促进生态系统物质与

能量流动的连通性通道，而生态网络则是“源”和“廊”在空间上的集结。 根据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需

求，本文将大湾区具有特定生态功能或生态脆弱或生态特殊区域纳入生态源地。 具体而言，就是将相对高差

达到 １００ｍ 的山体和面积大于 １ｋｍ２的大型水体全部纳入生态源地。 然后，将珠江流域各主要干流和支流（如
东江流域、北江流域和西江流域等）及其缓冲区（支流 ２００ｍ，干流 １０００ｍ）作为大湾区天然重要生态廊道。

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理论通过点、线、网模式形成基本生态骨架，显然网中的薄弱环节就是推动生态修

复的关键所在。 根据物种生存基本法则，其在“源”之间迁移一般都会选择生境最适宜的方向扩散，换言之即

迁徙阻力最小的方向。 因此，越是生态累积阻力越小的区域理应得到优先修复。 只有对这些区域优先开展生

态修复，才能更好的推动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采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ＣＲ）分析生态网中各个区域的生态阻力［３６］，并根据阻力大小识别生态修复次序，其原

理如下：

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ｃ

ｓ
Ｄｃｓ × Ｒｃ）， Ｒｃ ＝ Ｋｃ × Ｔｃ （３）

其中： ＭＣＲ为最小累积阻力值； Ｄｃｓ 表示空间单元 ｃ（ｃ ＝ １，２，…，Ｃ） 到源 ｓ（ ｓ ＝ １，２，…，Ｓ） 的距离； Ｒｃ 表示空间

单元对生态过程扩散的阻力系数，通常为景观类型阻力 Ｋｃ 和调节因子 Ｔｃ 的合成，如平原耕地和山坡耕地的阻

力系数自然不一样； ｆ 表示最小累积阻力与生态过程的正相关关系。 参考方莹等研究成果［２３］，将耕地、林草、
水域和建设用地景观阻力系数经验值分别设置为 １００，０，５０ 和 １０００，再与地理调节因子（如 ０－１ 标准化的地

形起伏度）合成后作为 ＭＣＲ 模型的景观阻力系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城市群空间演变模拟

利用 ＳＭＣ 预测的大湾区 ２０５０ 年城市群规模结构如表 １ 所示。 从该表可以看出，大湾区今后 ３５ 年的建

设用地规模增速最多只与过去 ２０ 年历史时期相当，说明大湾区今后不会再走大规模扩张式道路，但就每个城

市而言情况各不相同。 例如，东部湾区的深圳、东莞、香港等城市按经典马尔科夫（ＭＣ）方案预测开发强度

（为开发规模 ／潜力规模的比值）几乎接近 １，但空间马尔科夫（ＳＭＣ）用辐射将发展需求传递到其他城市后，其
开发强度只维持在 ０．９ 左右；西部湾区如广州、中山和珠海等海岸带均设有开发区，城市增长规模还有进一步

加强的态势，但也只在 ０．６ 左右，远低于东部湾区的 ０．９；边缘城市如惠州、江门、肇庆等尽管空间开发潜力较

大，但因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动力不足，开发强度预期在 ０．２ 左右。 总体来看，空间马尔科夫模型预测结果符合

大湾区发展预期，可作为有效参数输入到 ＧＷＲ⁃ＣＡ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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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湾区 ２０５０ 年建设用地规模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ＧＢ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５０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９９５ 年规模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 年规模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２０１５

潜力规模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ｓ

２０５０ 年规模预测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 ２０５０

２０５０ 年开发强度预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 ２０５０

ＭＣ ＳＭＣ ＭＣ ＳＭＣ

广州 ８４４．３８ １６６８．５１ ５０４７．５６ ２４９２．６４ ３０３５．２５ ０．４９ ０．６０

深圳 ６５２．３２ １０８４．２３ １４３４．９６ １４３４．９６ １２９１．５ １．００ ０．９０

珠海 ２１２．８５ ４３９．７４ １１４０．７５ ６６６．６３ ６４０．９８ ０．５８ ０．５６

佛山 ５５６．９２ １３０５．８１ ３２７６．６３ ２０５４．７ １８５１．４８ ０．６３ ０．５７

惠州 ５５０．７１ ９６２．２８ ６２４８．１６ １３７３．８５ １４２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２３

东莞 ５９３．６４ １３６３．０５ ２０３１．９３ ２０３１．９３ １６７８．２３ １．００ ０．８３

中山 ２００．７ ５５４．４ １４７３．６６ ９０８．１０ ９０８．１０ ０．６２ ０．６２

江门 ５５７．２８ １０１３．８５ ６５４９．０３ １４７０．４２ １４９４．６３ ０．２２ ０．２３

肇庆 ２４８．２２ ５７３．０３ ６８９２．０２ ８９７．８４ ９９８．７３ ０．１３ ０．１４

香港 ２５２．０９ ２９３．６７ ４４２．８０ ３３５．２５ ３９８．５２ ０．７６ ０．９０

澳门 １４．０４ ２４．１２ ２６．１０ ２６．１０ ２３．４９ １．００ ０．９０

总规模 Ｔｏｔａｌ ４６８３．１５ ９２８２．６９ ３４５６３．６ １３６９２．４２ １３７４１．２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ＭＣ：马尔科夫链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ＳＭＣ：空间马尔科夫链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图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５０ 年大湾区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变模拟

Ｆｉｇ．３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Ｂ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５０

利用 ＧＷＲ⁃ＣＡ 模型模拟得到大湾区 ２０５０ 年土地

利用景观格局如图 ３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５０ 年

大湾区并没有出现整体连片开发情形，反之，各城市之

间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农田和生态用地；新增建设用地主

要出现在西部湾区和湾区边缘一些欠发达城市。 由于

规划目标调控完全可以重构城市已有的空间发展规律

（如广州南沙新区开发等），故 ＣＡ 常规的模拟一段历史

变化过程的精度检验方式必然存在局限性，不能很好地

评估 ＧＷＲ⁃ＣＡ 模型对大湾区 ２０５０ 年模拟格局的可信

度。 鉴于此，主要采用 ２０１９ 年现状遥感影并结合当前

各市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定性分析。 根据《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各城市的空间发展战略，伶仃洋

海岸带沿线是今后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热点区域，如深圳

前海、东莞长安、广州南沙、中山翠亨、珠海横琴等开发

区均环绕分布，本文的模拟结果则很好的体现了这一趋

势。 此外，随着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强势推动，外围边缘

城市应是今后城市扩张的热点。 例如，肇庆东北部区域当前已经开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道路网骨架

基本成型（可参看谷歌地球提供的最新高分辨率影像），而模拟结果也基本吻合这一发展态势。 总体来看，大
湾区 ２０５０ 年土地利用景观变化模拟情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情景模拟提供

可靠的景观变化输入。
２．２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

根据大湾区 ２０５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利用 ＭＣＲ 模型计算得到生态阻力值，然后利用几何间隔法进行

初分级，并对分级结果进行人工微调直到每个分区在空间上呈现连片特征。 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最终划

分出生态修复核心区、关键区、调节区和双修区等类型（图 ４）。 其中，核心区主要包括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
是国土空间生态安全网络的基本骨架，其修复应以保护和保育为主，重点实施提质性生态修复工程；关键区则

是生态源地之间维持物种生存和迁徙的重点地带。 如果该区域内国土空间生态品质较低则应优先修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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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大湾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方案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ＢＡ

方式以山、水、林、草、海生态复原为主；调节区是城市群与生态源之间的过渡性地带，往往以农业生产为主，可
结合农业现代化建设开展综合性整治修复；双修区则是城市群及其发展的前沿地带，宜纳入到城市双修（指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模式中统筹开展。

３　 讨论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核心目标是保障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目标的实现。 因此，以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构

建为切入点进行生态修复分区是一种可行的技术方案。 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通常采用 ＭＣＲ 模型分析

国土空间生态迁移阻力，生态源地之间最小累积阻力形成的连通性通道可以视为潜在的生态廊道，而进一步

结合阻力大小可识别出生态修复的优先次序。 ＭＣＲ 模型的核心参数是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显然直接根据土

地利用现状景观分析最小累积阻力面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高强度人类活动可能会导致土地利用景观

发生显著变化。 如果依旧采用现状景观作为输入，其构建的生态安全格局在塑造过程中可能易受高强度人类

活动扰动而难以实现。 为论证土地利用景观变化对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的重要性，本文对现状和模拟景观产生

的生态阻力面进行了对比。 从图 ５ 可知，不同景观输入产生了不同生态阻力面，高阻力面和低阻阻力面变化

最为显著。 具体而言，高、中、低生态阻力面积占比分别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７．４３％，２０．５９％和 ６１．９８％变为 ２０５０ 年

的 ２７．４３％，２１．９１ 和 ５０．６６％。 由此可见，城市群尺度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必须要考虑高强度人类活

动的扰动，利用情景模拟设计具有前瞻性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方案十分必要。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既要针对关键“点（如矿山等）”和“线（如河流等）”实施工程性

修复，又要在国土空间“面”上进行统筹协调。 “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修复治理体系是科学开展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的重要策略。 本文主要分析了从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情景角度进行生态修复分区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但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应用依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还需要结合低品质国土生态空间

问题诊断来验证本文分区方案的合理性，如实际生态修复的“点、线”工程分布是否与分区政策导向相匹配；
二是 ＭＣＲ 模型采用经验系数不能分析精细化的生态阻力面，如何结合多源地理空间大数据探索更加精细化

的生态阻力过程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４　 结论

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描绘了一幅优化的生态管控网，科学的界定了高强度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保护的

空间关系。 土地利用变化作为高强度人类活动的直接表现形式，其直接影响着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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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模拟景观与现状景观生态阻力面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标的实现。 为了弥补传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对土地利用景观变化考虑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

安全格局塑造情景模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技术方案，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案例进行了应用验

证。 结果表明：（１）土地利用景观变化对生态修复分区方案影响较大，不同土地利用景观输入导致的分区差

异可达国土空间 １０％左右；（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需要充分考虑高强度人类活动的扰动，进而使得生态

修复分区更有利于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塑造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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